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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发了从生产要素到生产力再到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变革,是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一环。 基于 2011—2021 年全国 244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构建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和城市绿色转型绩效测度指标的基础上,同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研究了数

实融合对城市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理。 研究发现:数实融合对城市绿色转型绩效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其重要途径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市场一体化水平和数字治理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而异质

性分析表明,数字鸿沟的存在影响城市绿色转型绩效,技术水平高的城市能够享受更明显的数字红利,
相比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实融合能够带来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相较于资源型城市,非
资源型城市数实融合对城市绿色转型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基于以上结论,从拓宽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融合深度广度、完善数字平台和数据市场建设和促进协同发展等方面对提高绿色转型绩效提出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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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全球气候变化日趋严峻的背景下,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已成为实现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中央在《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中指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实践的重要标志,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冶,要实现“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冶和“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

型冶淤。 与此同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冶,“加
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冶,同时指出要“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

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冶于。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重要引擎,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1],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在推动传统

产业绿色升级的同时带动绿色产业发展和新兴经济培育。 中国数字化转型进程不断加快,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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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活力不断提高,如何通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高绿色转型绩效、赋能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成为当前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研究的重点。

一、文献回顾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全方位、全领域的绿色转型,不仅仅需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

绿色转型,更要做到创新转型、协同转型和安全转型,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双重目标,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格局。 绿色发展是一种绿色经济增长模式,注重经济系统、社会

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和谐共生,在强调全球治理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的脱钩[2]。 资源

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要素,在这个基础上要打造绿色产业体系和绿色

制度体系[3]。 黄跃和李琳[4] 认为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观点一脉相承,追求在资源环境的约束

下,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协同发展,因此分别选取代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文明的指标考

察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趋势。 从其测度看,当前学者研究重点集中于构建反映环境与发展协调性

的综合指标体系以及针对不同领域的测度实践,总体上涵盖了绿色转型的多维内涵[5鄄7],如卞

(Bian)等[8]认为实现绿色转型必须从污染治理的末端防治转向源头预防和综合治理,因此在借鉴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从减污、降碳、扩绿、增长四个维度衡量中国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程度。 同

时有学者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考虑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如刘锦涛等[9]在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

净收入作为期望产出变量将二氧化碳、颗粒物排放损害和自然资源损耗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衡量

了“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当前关于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制度因素等方面。 有学者

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是影响当地绿色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会

促进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绿色发展[10鄄11]。 从技术进步视角看,技术水平的发展能够提高能源使用效

率、形成新的绿色发展范式进而促进可持续发展[12鄄13]。 邵帅等[14]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

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引擎冶,是实现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必然选择。 同时有学者认为政府制度

创新有利于促进当地绿色转型,而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包括不同的环境试点政策都会影响地区

的绿色发展水平[15鄄17]。 此外,有学者研究了数字经济与地区绿色发展的关系,数字经济的发展能

够促进地区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赋能绿色发展[18鄄19],寇冬雪等[20] 研究指出企

业数字化能够从信息披露和创新驱动两方面驱动企业绿色化转型。
当前关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研究集中在其内涵、测度、影响等方面。 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是以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为基础,依靠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参与到生产流通的全

过程,促进资源流通与优化,进而促进了研发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融合[1]。 因此,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数据、技术参与生产流通引致的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二是以新型平台经济为代表的市场融合,三是以新型实体企业参与出现的新型实体经

济[21]。 由于涉及数据要素参与和数字技术应用,数实融合的理论机理可表述为侧重技术要素利

用、侧重数据要素开发和侧重网络效应发挥等三种要素机制方式[22]。 而从融合效应来看,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过程是组织形态变革和价值模式创新的过程,赋予了实体经济新内涵,拓宽了传

统经济的边界,重塑了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新格局[23鄄24]。 从融合水平测度看,有学者在分

别测度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基础上,进一步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衡量其融合发展水平[7,25鄄26]。
此外,孟(Meng)等[27]使用投入产出法衡量了中国工业部门各子行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

水平,王(Wang)等[28]使用专利引用数据量化了企业内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特征。
至于数实融合影响方面,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对推动经济社会转型产生着重要影响。 全

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启了互联网战略规划,如美国“工业互联网冶计划、德国“工业 4郾 0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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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日本“互联工业冶计划等旨在应用互联网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最终推动经济转型[29]。 另外,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在提高能源效率、推动就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影响[25,28,30]。 孙(Sun)等[31]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

约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等方式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侧重于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逻辑机理和具体路径,虽然有部分

文献探讨了数实融合的绿色效应,但对于数实融合如何促进绿色转型绩效提高的机制研究略有不

足,同时对于绿色转型绩效的刻画仍不充分。 本文使用 2011—2021 年中国 244 个地级市数据在测

度城市绿色转型和数实融合水平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数实融合对绿色转型绩效的

影响和内在机理。 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如下:一是使用网络 SBM 模型从宏观发展绩效和居民绿色

福利两方面衡量绿色转型绩效,对绿色转型绩效刻画和把握更为准确。 二是本文分别从生产与消

费两个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转型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剖析

了其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链条。 三是本文从数字鸿沟、
技术水平、区域异质性和资源异质性等方面考察了不同异质性条件下,数实融合对城市绿色转型绩

效的影响差异,探讨了市场一体化水平和数字治理对数实融合影响绿色转型绩效存在的调节效应,
为促进城市绿色转型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数实融合与绿色转型绩效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引发了从生产要素到生产力再到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变革,带
来了更绿色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提高绿色转型绩效、赋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一

环。 从生产方式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和关键是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数据生产

要素具有正外部性、非损耗性和折旧率低等特征,能够突破有限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局限,实现范围

经济和规模收益递增[32],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上升。 数据生产要素

具有高流动性特征,其进入生产过程也改变了生产函数中的要素构成和相互关系[33],数据要素与

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也更容易发挥其积累和乘数效应。 数字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力引入生

产函数,在优化经济结构的同时能够显著提高传统要素的效率[34],带动企业内部组织构成、经营管

理和资源配置全面转变,提高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 同时,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具有渗透

性、协同性等特征,广泛嵌入到企业生产、管理全过程[35],在促进资源整合的同时,能够对生产环境

进行更为精细的控制,在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能够进一步带动绿色生产技术的应用,赋能企

业绿色生产率提高。 另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数字技术向各行业各领域的广泛渗透

和深入应用,不仅有利于开辟发展新赛道,还能够实现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在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

高的同时还能够带动整个行业的绿色转型,实现生产工艺的绿色化和能源使用的高效化。
从消费方式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带来了商业模式和应用情景的创新,以数据为

基础的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形成了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和

网络经济等新型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1]。 电商平台的发展不仅聚合物流和信息流等要素,还能够

实现供需之间的精准匹配,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绿色消费需求,引领绿色消费新趋势[36]。 平台经

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商业模式中的信息闭锁,突破了“孤岛效应冶,缓解了市场上供需双方存在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37],实现了资源整合,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动生产方式向高效集约转变。 另外,共
享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循环经济的发展,人们在选择绿色消费产品的同时也更容易形成节能环保的

生活理念,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等的发展促进了资源整合与优化,也改变了传统消费方式,在促进

3



2025 年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绿色生产也带动了绿色消费,推动了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H1:数实融合显著提升绿色转型绩效。
(二)数实融合影响绿色转型绩效的机制分析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绿色转型绩效。 无论是数据要素、
数字技术参与生产,还是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兴起,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都优化了劳

动、资本等资源配置,在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同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拓宽传统生产边界,促进了清洁

高效生产,赋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一是,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参与企业产品生产流通全

过程,在需求、供给和双边交易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打破了不同行业要素

自由流动的壁垒,使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被配置到边际报酬回报率更高的行业,提高了资源

配置效率。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意味着以更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同时当资本、能源、劳
动力等要素能够更加精准地流动和配置,其单位产出所需的能耗和排放自然下降,带动了整个社会

的绿色转型。 同时,竞争机制的完善能够提高市场公平与效率,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力[38],配置效

率的提升会通过市场机制倒逼高污染、高耗能、低产出的“僵尸企业冶退出,引导绿色产业发展,最
终实现结构性绿色转型。

二是,数字技术的进步、平台经济的发展能够打造出更为便捷的跨时空信息交流平台,拓宽了

资源配置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不论是对于企业内部、产业链上下游还是不同行业都能够得到实现资

金、人才、技术的交流,提高了要素供需匹配精准程度的同时也降低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27],最
终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区域间能源互补、产业协同、技术共享,提高绿色转型绩效。 另外,数据要素

与其他要素结合能够进一步实现范围经济[39],打破了资源、空间与技术禀赋的传统限制,还显著提

升了绿色转型的系统效率和多样性路径,最终推动绿色转型绩效提升。 最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在“数据 +算力 +算法冶等技术体系支持下,在促进要素快速流动的同时,进一步构建了

融合新场景和新业态,实现了产业全要素的互联互通,在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同时能够引导

生产绿色化转型。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H2:数实融合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显著提升绿色转型绩效。
(三)市场一体化和数字治理的调节效应分析

2022 年 3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打破地方保护

和市场分割冶和“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冶淤,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是生产要素在生产、
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自由流通的过程,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

型。 市场一体化是指在一个国家内形成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及资源优化配置的统一市场[40]。 一

是,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绿色改造依赖数据、算法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流通,而市场一体化的

提高意味着规则统一、要素自由流动、制度协调性增强,有助于数据跨行业、跨地区、跨系统流动,在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有利于绿色数字技术的扩散。 二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带动的整

个产业链的绿色转型,市场一体化增强了区域间、链条间的连接性,使数字赋能可以贯穿全链条,从
而构建出绿色产业生态体系。 三是,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为各地区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推

动政策统一和标准统一的同时,有利于构建协同减排机制,加速绿色转型进程,提升绿色转型质效。
最后,从数字治理的角度看,数字治理能力的提高意味着政府和市场主体能够更为高效地配置

资源,在数实融合和绿色转型绩效提升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现代环境理论认为,环境治理系统

是一个涉及多个参与者和要素的复杂系统,而其有效性取决于各方的协同努力[41]。 而外部政策和

监管措施不仅影响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产业技术融合的积极性,同时影响其融合方向[28]。 数字治

理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在政府政务中的大规模应用而出现,体现着数字要素和治理要素的结合,既包

4
淤 https:椅www. gov. cn / zhengce / 2022鄄04 / 10 / content_5684385.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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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传统政务的电子化,也包括公众借助信息通讯技术参与政府决策[42]。 一是,实体经济的数字化

改造使数据从“附属物冶变为“关键资产冶,大数据、数字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环境监测数据,通
过数字治理平台及时披露准确的环境信息,数字治理平台的发展能够提高监管效率和透明度[43],
政府、企业和社会可以共享关于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污染排放的实时数据,在促进企业绿色生产

的同时,增强公众对绿色政策的参与和支持。 二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打破了传统行业边

界,形成了新型“平台型生态系统冶或“数字产业链冶治理对象,数字治理通过反垄断、算法监管、平
台公平交易规则等机制在保障平台公平性的同时能够保护中小企业发展,降低绿色数字化转型的

市场门槛。 三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在提高绿色转型绩效的过程中依赖数字技术,而高水平

的数字治理会通过标准制定、认证机制等方式促进绿色数字技术的普及,从而推动其在能源、电力、
交通、制造等实体领域的广泛应用,提升绿色转型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H3:市场一体化与数字治理对数实融合提升绿色转型绩效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

模型,对假说 H1 进行检验,具体见式(1):
GDit = 琢 + 茁DSit + 酌Z i t + 滋i + 啄t + 着it (1)

其中,i,t 分别代表个体和时间,GDi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绿色转型绩效,DSit为解释变量,代表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系数 茁 表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

水平,Z it为控制变量合集,代表一系列其他可能影响绿色转型绩效的因素。 滋i 为个体固定效应,用
于控制一系列仅与个体相关而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啄t 为时间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一系列仅与时间

相关而不随个体变化的因素,如影响世界的宏观经济波动等,着it为随机误差项。 最后,实证分析中,
将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二)变量说明

1郾 解释变量:数实融合水平(DSit)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据为关键要素,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也为数

字经济的发展丰富了应用场景和数据资源,两者的融合过程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进而实

现良性循环。 本文参考史丹和孙光林[44]的相关研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融合水平。

C = 2 DE 伊 RE
DE + RE (2)

D = C 伊 T (3)
T = 琢 伊 DE + 茁 伊 RE (4)

其中,DE 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RE 为实体经济发展水平,C 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耦合度,仅
仅反映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可能出现两系统发展水平较低但是有较高的耦合

度的情况。 T 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综合协调指数,琢 和 茁 分别反映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贡献

系数,且 琢 + 茁 = 1,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同等贡献,取 琢 = 茁 = 0郾 5。 D 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耦合

协调度,反映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
数字经济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经济形态,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强调信息和数据的处

理与传输,数字产品、服务和平台是其核心要素。 本文参考黄珊等[45] 相关研究,从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综合衡量数字经济发展。 黄群慧[26]认为实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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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而最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农业、工业和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其他所

有服务业。 本文借鉴张帅等[46]相关研究,从实体经济发展规模、实体经济发展效益和实体经济发

展韧性等方面衡量实体经济发展水平。 如表 1 所示,在分别对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两部分内容使

用熵值法模型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之后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即 DSit。 其中,电子商务交易额参考黄赜琳等[47] 相关研究,在得到各省市

电子商务交易额的基础上使用各地级市快递业务量占本省比重作为权重分解得到各地级市电子商

务交易额,电子商务企业数数据来自企业社科大数据平台数字经济数据库,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字经济专利申请量数据来自 CNRDS 数据库,政府数字关

注度参考刘毛桃等[48]等相关研究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得到,财政自给率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

支出比值,资本存量使用永续盘存法,初始资本存量和折旧率参考张军等[49]相关研究,其余数据来

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表 1摇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性质

数字经济发展

每百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户) 正向

水平(DE)

数字基础设施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户) 正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从业人员占比(% ) 正向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万元 /人) 正向

数字产业化 人均邮政业务收入(万元 /人) 正向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 ) 正向

产业数字化
电子商务交易额(万元) 正向

电子商务企业数(个) 正向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正向

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数字经济专利申请量(件) 正向

政府数字关注度 正向

实体经济发展

人均实体经济 GDP淤(元 /人) 正向

水平(RE)

实体经济发展规模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个) 正向

实体经济从业人员占比于(% ) 正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亿元) 正向

实体经济发展效益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人) 正向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额(万元) 正向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万元) 正向

实体经济发展韧性
财政自给率(% ) 正向

固定资本存量(万元) 正向

货物进出口总额(万元) 正向

6

淤
于

实体经济 GDP 指去除金融业、房地产业增加值之后的 GDP,笔者手工整理得,并以 2011 年为基期平减。
实体经济从业人员占比为去除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比值,笔者手工整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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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郾 被解释变量:绿色转型绩效(GDit)
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更是“工业时代冶的“褐色文明冶向“生态

文明时代冶的“绿色文明冶转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包括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

社会福利提高等多种目标。 托恩和筒井(Tone and Tsutsui) [50]在两阶段 DEA 的基础上提出了同时

考虑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网络 SBM 模型,邵帅等[51]使用 Hybird鄄Network鄄DEA 模型从宏观发展

绩效和微观福利绩效两方面考虑环境福利绩效,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使用网络 SBM 模型

从宏观发展绩效和居民绿色福利两方面考虑绿色转型绩效,记为 GDit。
指标构建框架如图 1 所示,第一阶段衡量宏观发展绩效,投入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和能源,劳动

要素以年末城镇单位就业人数衡量,固定资本存量计算同上文,能源投入以全社会用电量衡量。 期

望产出为以 2010 年为基期的各地区实际地区生产总值,非期望产出为各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工
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 EDGAR 数据

库,中间产出为国内生产总值。 第二阶段考虑居民绿色福利,投入变量包括节能环保支出和医疗卫

生投入,医疗卫生投入由各地区医生数表示,期望产出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非期望产出为城市 PM2郾 5 浓度,数据来自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
同时指标其他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

图 1摇 绿色转型绩效指标框架
摇

3郾 机制变量

根据理论分析,本文选取资源配置效率作为机制变量,检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经

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 资源配置效率反映了资本、劳动力等资源如何在不同产业、部门

之间进行分配,进而实现最大化的产出或效用。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降低了信息不对

称程度,提高了要素供需匹配的精准程度和资源配置效率。 同时,选取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指标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据要素对其他要素的叠加效应。 本文参考刘诚和夏杰长[52]相关研究,在测算

要素错配指数的基础上得到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 淤在假定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

式的技术上,得到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 于根据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其价格的偏离得到劳

动和资本错配指数,并最终得到总体错配指数。 盂用各城市当年的总体错配指数与本年度错配指

数的最大值的比值衡量各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比值越小说明当地的资源错配程度越低,资源配置

效率越高,记为 Alloca。
4郾 控制变量

为了对影响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潜在因素加以控制,更为客观准确地衡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融合的影响,且考虑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本文参考黄珊等[45]相关研究并基于数据可得性,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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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考虑当中:经济发展水平,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可知,经济发

展和当地环境污染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用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并
记为 lnpGDP;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反映了当地的经济活动密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本文参考邝嫦

娥和狄亚轩[7]研究,使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表示,记为 Urban;政府治理水平,能够反映政府

的宏观调控能力,使用各城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与地方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记为 Fis;产业

结构,使用各城市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表示,记为 Indu;金融发展水平,使用各城市金融机

构年末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用来控制各城市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对地区绿色转

型绩效的影响,记为 Fin;环境规制水平,不同的环境规制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地区的污染

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参考陈诗一和陈登科[53] 的相关研究,使用文本分析法考虑各地区政府工作

报告中与环保相关的关键词的词频占比作为代理变量,记为 Regu。
(三)样本与数据说明

本文针对 2011—2021 年中国 244 个地级市数据展开研究,鉴于数据可得性,不包括港澳台和

西藏自治区数据,另外不包括部分新增或裁撤行政区数据淤,最终得到 2 684 个“城市-年份冶均衡

面板观测值。 使用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其他数据随

文说明,缺失数据由插值法或均值法补齐,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摇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D 绿色转型绩效 2 684 0郾 300 0郾 138 0郾 075 1郾 000
DS 数实融合水平 2 684 0郾 257 0郾 078 0郾 143 0郾 807
Alloca 资源配置效率 2 684 0郾 667 0郾 165 0郾 004 1郾 000
Market 市场一体化 2 684 12郾 111 2郾 377 4郾 960 19郾 910
Treat 数字治理 2 684 0郾 283 0郾 450 0郾 000 1郾 000
lnpGDP 经济发展水平 2 684 10郾 767 0郾 573 8郾 773 13郾 056
Urban 城镇化水平 2 684 0郾 565 0郾 147 0郾 181 1郾 000
Fis 政府治理水平 2 684 0郾 198 0郾 097 0郾 044 0郾 741
Indu 产业结构 2 684 0郾 455 0郾 110 0郾 107 0郾 821
Fin 金融发展水平 2 684 2郾 521 1郾 227 0郾 588 21郾 302
Regu 环境规制水平 2 684 0郾 833 0郾 290 0郾 108 2郾 609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验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本文首先进行了基准回归分析,回
归结果见表 3。 其中,表 3 第(1)列没有添加控制变量,第(2)列、第(3)列和第(4)列为依次添加控

制变量的结果,模型都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第(4)添加了全部控制变量,为本文

基准回归结果。 由回归可知,不管是否添加了控制变量,结果都显著为正,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

合能够促进绿色转型绩效提高,假说 H1 得到验证。 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

构、金融发展水平、政府治理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之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每提升 1 个

单位,绿色转型绩效提高 1郾 192 个单位,且在 1%水平下显著。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数字经济

8
淤 各地区实体经济数据为笔者手工整理,如辽宁和广西大部分城市,存在缺失现象,具体名单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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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能够实现对传统行业的数字化改造,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带动整个行业的绿

色转型。 二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带来了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的创新,实现了供需

之间的精准匹配,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满足消费者的绿色需求,促进绿色转型绩效提高。

表 3摇 数实融合影响绿色转型绩效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绿色转型绩效

(1) (2) (3) (4)

数实融合水平
1郾 038*** 1郾 177*** 1郾 128*** 1郾 192***

(0郾 268) (0郾 217) (0郾 214) (0郾 213)

经济发展水平
- 0郾 117*** - 0郾 139*** - 0郾 124***

(0郾 018) (0郾 021) (0郾 023)

城镇化水平
- 0郾 157** - 0郾 151** - 0郾 151**

(0郾 068) (0郾 067) (0郾 065)

产业结构
0郾 127* 0郾 137*

(0郾 072) (0郾 073)

金融发展水平
- 0郾 007* - 0郾 009**

(0郾 004) (0郾 004)

政府治理水平
0郾 161*

(0郾 091)

环境规制水平
- 0郾 009
(0郾 007)

常数项
0郾 040 2 1郾 306*** 1郾 495*** 1郾 303***

(0郾 057 5) (0郾 196) (0郾 224) (0郾 253)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测值 2 684 2 684 2 684 2 684
adj. R2 0郾 275 0郾 331 0郾 337 0郾 341

摇 摇 注:***、**、*分别代表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报告的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内生性检验

在基准模型中,本文选取宏观发展变量、城市特征变量、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来控制不可观测

因素对模型结果的影响,但模型中仍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是模型无法控制所有同时影响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以及绿色转型绩效的因素,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二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融合水平以及绿色转型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的问题,绿色转型绩效的提高可能反过来要

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 为了克服以上内生性问题,本文在选取工具变量的基础上使

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 本文参考石玉堂等[30]相关研究,使用本省份其他城市数实融

合水平的均值作为本城市数实融合水平的工具变量淤(IV1),一是,同一省份往往具有政策和制度

的一致性,同时由于竞争机制的存在,同一省份其他城市数实融合水平与本城市数实融合水平具有

高度相关性,二是,同一省份其他城市数实融合水平并不直接影响本城市绿色转型绩效,满足工具

变量要求,结果见表 4 第(1)列和第(2)列。 第(1)列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说明数实融合水平与工

具变量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由第(2)列结果可知,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融合对绿色转型绩效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同时,本文参考易行健等[54] 相关

9
淤 对于直辖市,出于数据完整性考虑,依然保留原值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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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使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滞后一期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IV2),最终结果见表 4 第(3)列
和第(4)列。 使用滞后一期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同时通过了外生性和相关性

检验,由回归结果可知,在使用工具变量之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转型绩效的回归系

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提高绿色转型绩

效这一结论具有可靠性,假说 H1 进一步得到验证。

表 4摇 工具变量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一 工具变量二

(1) (2) (3) (4)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工具变量
0郾 819*** 0郾 817***

(0郾 032) (0郾 027)

数实融合水平
1郾 089*** 1郾 245***

(0郾 238) (0郾 166)

Kleibergen LM 统计量
27郾 058 105郾 10
[0郾 000] [0郾 000]

Kleibergen rk F 统计量
642郾 720 903郾 48
{16郾 38} {16郾 3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测值 2 684 2 684 2 440 2 440
adj. R2 0郾 345 0郾 373

摇 摇 注:[]内为 p 值,{}内为 Stock鄄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下的临界值。

(三)稳健性检验

1郾 更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网络 SBM 模型测度地区绿色转型绩效,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稳健性,不受变量选取等

因素影响,本文参考王亚飞和陶文清[55]相关研究,使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替换本文被解释变

量,投入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和能源,期望产出为以 2010 年为基期的各地区实际地区生产总值,非
期望产出为各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最终结果见表 5 第

(1)列。 由结果可知,当更换被解释变量之后,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
进一步说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即数实融合能够促进绿色转型绩效提高。

2郾 更换解释变量

为保证最终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参考周密等[56] 相关研究,利用技术—产业之间的对应

关系,使用城市专利数据衡量地级市数实融合程度,最终结果见表 5 第(2)列。 当更换解释变量之

后,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的提高能够

促进城市绿色转型绩效提高,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3郾 普通地级市样本

中国幅员辽阔,地级市众多,且拥有不同的行政级别,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和普通

地级市。 不同行政级别城市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一定差异,且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通常

具有较高的人口规模和市场规模,同时也具有更高的治理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可能会对最后的回

归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在仅保留普通地级市样本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最终结果见表 5
第(3)列。 在剔除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干扰之后,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数字经济与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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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融合能够带动城市绿色转型水平的上升,结论具有稳健性。
4郾 高维固定效应

回归分析仅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而中国省级区划众多,不同省份可能在经济发

展水平、资源和产业结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与此同时,同一省份之间往往具有政策和制度的一致

性,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在排除城市差异的同时,可以更好地捕捉这些宏观政策和制度对经济和环境

的影响,在简化模型的同时,提高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对全部样本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

定效应进行回归,最终结果见表 5 第(4)列。 在控制了省份和时间联合固定效应之后,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5摇 稳健性检验结果(一)

变量 (1) (2) (3) (4) (5)
更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解释变量 普通地级市 高维固定 改变样本期

数实融合水平
1郾 087*** 0郾 002*** 0郾 626** 0郾 346* 0郾 896***

(0郾 192) (0郾 000 2) (0郾 316) (0郾 202) (0郾 23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测值 2 684 2 684 2 321 2 684 2 196
adj. R2 0郾 495 0郾 357 0郾 265 0郾 457 0郾 190

摇 摇 5郾 改变样本期

本文基准回归对 2011—2021 年全部样本验证数实融合能否促进地区绿色转型,而 2020 年及

之后的数据可能受疫情的影响。 一是疫情的发生改变了经济环境和社会行为,二是疫情冲击改变

了人们对传统化石能源的需求和新能源产业的兴起,可能会对最后的回归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仅对 2011—2019 年数据样本进行回归从而验证研究假说,最终结果见表 5 第(5)列。 在改变

了研究样本期之后,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促进城市绿

色转型水平的提升,结论具有稳健性。
6郾 缩尾检验

本文基准回归对 2011—2021 年全部样本验证数实融合能否促进绿色转型绩效提高,而地级市

样本可能存在极端值或异常值,通过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一是可以剔除不合理的极端值,使结果

更为准确的反映真实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二是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有助于使数据更接近正态分布,
增强模型的解释力。 本文对 2011—2021 年全样本数据进行两侧 1%缩尾处理,最终结果见表 6 第

(6)列。 在对数据进行缩尾处理之后,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即在排除极端值的干扰

之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依然能够促进城市绿色转型绩效的提升,验证了研究假说 H1,结论

具有稳健性。
摇 摇 7郾 排除相关政策干扰

为准确识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本文尝试剔除相关政策的干扰,
包括 2016 年实施的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2014 年启动的“宽带中国冶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和

2012 年实施的“智慧城市冶建设。 这些政策实施带动了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可
能会对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城市绿色转型产生影响。 为避免政策实施导致的估计偏

误,将上述变量依次纳入基准回归,最终结果见表 6 第(2)至(4)列。 在排除相关政策干扰之后,数
实融合对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依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结论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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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摇 稳健性检验结果(二)

变量
(1) (2) (3) (4)

缩尾处理 排除相关政策干扰

数实融合水平
1郾 192*** 1郾 146*** 1郾 111*** 1郾 114***

(0郾 213) (0郾 198) (0郾 204) (0郾 203)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否 是 是 是

宽带中国 否 否 是 是

智慧城市 否 否 否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测值 2 684 2 684 2 684 2 684
adj. R2 0郾 341 0郾 342 0郾 342 0郾 343

五、进一步讨论

(一)机制分析

基准回归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促进绿色转型绩效的提高,而数实融合影响

绿色转型绩效的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从资源配置优化视角考

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绿色转型绩效的传导机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提高资

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转型绩效提高。 一是,如果资源被错误配置在不合适的地方,如资源配置

倾向于高污染和高能耗的行业时,或资源错配使得企业无法获得充足的资金或技术支持,在影响绿

色技术发展的同时会导致污染增加和能耗上升,不利于城市绿色转型。 二是,如果资源分配不当,
污染严重的企业集中在环境承载力较低的地区,会进一步加剧污染,而当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进一

步在富裕地区集中,资源错配可能会放大社会不平等,进而影响整体绿色转型。 与此同时,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打破传统行业信息不对称的壁垒,而数字平台的发展能够进一步整合分散

的资源供给,实现跨区域资源的最优配置。 本文在构建资源配置效率代理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研

究其影响路径,回归结果见表 7 第(1)列和第(2)列。 由表 7 第(1)列可知,资源配置效率对绿色转

型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资源错配不利于绿色转型绩效提高。 由表 7 第(2)列可知,解释变量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降低了资源错配程度,即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了数字要素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自动化,提高了生

产效率的同时降低了人力成本,而平台经济的兴起,数据要素广泛参与生产经营活动,进一步降低

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二)调节效应分析

1郾 市场一体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由前文分析可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促进城市绿色转型绩效提高,而其重要途径就

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一是,市场一体化

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地区间的交易成本和信息壁垒,使得资源、资本和技术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流动,
在一个统一的市场环境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能够更高效地配置资源,进而促进城市绿色转

型。 二是,市场一体化促进了区域间的技术交流和知识共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使得绿色

技术能够跨区域迅速传播,而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加速了这一过程,推动绿色技术进一步的普及

应用,提高城市绿色转型绩效。 同时,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有助于减少政策和市场准入壁垒,为绿

21



王摇 浩, 等: 数实融合、资源配置与绿色转型绩效 第 5 期

表 7摇 数实融合影响绿色转型绩效的机制分析

变量

资源配置效应 调节效应

(1) (2) (3) (4)
绿色转型绩效 资源配置效率 绿色转型绩效 绿色转型绩效

数实融合水平
- 1郾 442*** 0郾 499** 1郾 057***

(0郾 205) (0郾 250) (0郾 206)

资源配置效率
- 0郾 168***

(0郾 031)

市场一体化
- 0郾 008
(0郾 005)

数字治理
- 0郾 308***

(0郾 092)

数实融合水平市场一体化
0郾 131***

(0郾 029 8)

数实融合水平数字治理
0郾 395*

(0郾 22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测值 2 684 2 684 2 684 2 684
adj. R2 0郾 333 0郾 154 0郾 368 0郾 349

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公平和高效的环境,从而促进了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绿

色转型。 本文参考赵云辉等[57] 的研究方法得到市场一体化水平的代理变量,最终结果见表 7 第

(3)列。 由结果可知,数实融合和市场一体化水平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市场一体化水平发

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2郾 数字治理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促进城市绿色转型绩效提高离不开数字治理的作用。 一是,政府提

高数字治理水平能够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数字治理提供了实时数据监测和反馈机制,使得政府可以

随时掌握环境质量、资源使用和能源消耗的情况,在切实掌握数据的同时,政府可以制定差异化的

发展策略,使得政策执行更具精准性和高效性,确保数实融合能够真正促进绿色转型。 二是,政府

通过电子政务和公共数据平台增加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能够更快速地向企业传达创新激励政

策,激励企业加快数字化和绿色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同时,数字治理平台提供了反馈渠道,公众可以

通过这些平台参与到环境保护和政策监督中,推动城市绿色转型绩效提高。 从 2018 年开始国家在

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区开展电子政务综合试点,旨在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提高政府数字治理

能力。 本文以电子政务综合试点城市考察地区数字治理水平,构造数字治理与数实融合水平的交

互项,最终结果见表 7 第(4)列。 由结果可知,数字治理与数实融合水平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数字水平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治理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城市绿色转型绩效提高。
(三)异质性分析

1郾 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 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同城市在信息获

取、技术接入和应用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不管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还是数字技术获取和应用存

在困难都会加大城市绿色转型难度。 2011 年、2014 年和 2017 年国家分别公布国家电子商务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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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名单,鼓励各地区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产业升级,发展绿色经济。 本文以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衡

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为 1,非示范城市为 0,分样本考察数字鸿沟对地

区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最终结果见表 8 第(1)列和第(2)列。 由结果可知,不论是对于电子商务

示范城市还是非示范城市,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数实融合对地区绿色转

型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同时,相较于非示范城市,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有更高的回归系数。 究其

原因,相较于非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电子商务示范城市通常具备较高的数字化水平,并积极采用绿

色技术和智能化管理系统,这些技术有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并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同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通常具有完善的数字平台,可以将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各种资源高效地

调度和配置,可以更加精准地进行绿色资源的配置和优化,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非电子商务

示范城市往往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相对滞后,缺乏有效的数字平台来促进绿色技术的应用。 此

外,对于非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数字平台和电子商务市场可能相对较小,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和

行动相对较弱,对绿色转型绩效的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
2郾 技术水平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促进城市绿色转型绩效提高,但其中地区技术水平的差异一定

程度上影响绿色转型进程。 本文以各城市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代表各城市技术水平,根据各城

市绿色发明专利申请中位数将研究样本分为高技术水平地区和低技术水平地区,探讨不同技术水

平条件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绿色转型绩效影响的异质性结果,最终结果见表 8 第(3)列
和第(4)列。 相比较于低技术水平城市,技术水平更高的城市回归系数更高在 1%水平下显著为

正,对城市绿色转型绩效提高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对绿色转

型绩效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 究其原因,技术水平更高的城市有更高的技术吸收与再创

造能力,同时,技术水平更高的城市通常有更完备的数字治理体系和配套产业,能够将数字技术转

化为绿色产出。 而技术水平较低的城市可能数字化基础弱,有更高的绿色转型成本,同时数字平台

建设并不完备,即使引入数字化手段,短期对绿色转型绩效提高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3郾 区域异质性分析

事实上,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和环境条件存在极大差异,同时,东部地区相对发达,
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而政策导向和实施效果也会存在一定差异,进而影响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的融合效果及对绿色转型绩效的促进作用。 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8 第(5)至(7)列。 数实融合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

数都为正,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实融合对绿色转型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中部地区,回
归系数虽然为正,数实融合对绿色转型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从基础设施和

数字化能力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起步早,平台经济、产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体系更完善,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更高,对地区绿色转型绩效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西部地区虽然整体发展相对

滞后,但国家西部大开发、“东数西算冶等战略投入巨大,在能源、资源、环境产业领域与数字化技术

结合较紧密,产生明显边际效应,能够享受更为充分的“数字红利冶,促进绿色转型。 而中部地区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无法形成集群效应,在政策倾斜力度和资源禀赋导向方面无法形成后发

优势。 同时,从产业结构看,中部地区以传统制造、重工业、能源加工与中低端制造业为主,产业数

字化转型相对缓慢,对于数字技术应用相对滞后,同时绿色转型升级动力不足,限制了绿色发展

潜力。
4郾 资源异质性分析

资源型城市通常依赖资源开发,而非资源型城市可能具有多样化的产业结构,而其在生态保护

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往往也面临着不同的压力,对于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融合对城市绿色转型绩效的作用效果是否相同,有必要展开具体分析。 本文依据国务院全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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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型城市名单将全部样本城市划分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并展开回归分析,最终的结果见

表 8 第(8)列和第(9)列。 对于资源型城市,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城市绿色转型绩效的回归

系数并不显著,对于非资源型城市,数实融合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促进地区绿色转型绩效的提高。 一是,资源型城市往往依赖资源开采,
数字技术的应用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开采效率,但是也带来了“反弹效应冶,给环境治理和生态

保护造成了更大的压力,二是,资源型城市发展存在路径依赖,往往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困难的问

题,政府政策可能更倾向于资源开发而非绿色转型,数字技术的引入可能加重这种依赖,使得绿色

转型目标难以实现。 而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其在市场结构和产业调整方面更具有灵活性,能够更好

地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推动绿色产业和服务开发与应用。 同时,非资源型城市政府往往会出台

更多支持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政策,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从而更好地实现绿色转型

目标。

表 8摇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数字鸿沟 技术水平 区域异质性 资源异质性

(1) (2) (3) (4) (5) (6) (7) (8) (9)

示范市 非示范市 高 低 东部 中部 西部 资源型 非资源型

数实融合水平
1郾 312*** 1郾 171*** 1郾 147*** 0郾 251 1郾 258*** 0郾 222 1郾 249*** 0郾 156 1郾 286***

(0郾 288) (0郾 353) (0郾 234) (0郾 503) (0郾 259) (0郾 431) (0郾 363) (0郾 520) (0郾 22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观测值 583 2 101 1 342 1 342 968 1 034 682 1 056 1 628

adj. R2 0郾 284 0郾 380 0郾 550 0郾 174 0郾 511 0郾 436 0郾 139 0郾 283 0郾 383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技术为重要抓手,以数据要素为驱动,是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能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成为学界关注的热

点问题。 本文使用 2011—2021 年全国 244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在测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

平和城市绿色转型绩效的基础上,同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城市

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理。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城市绿色转型绩效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 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融合能够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城市绿色转型绩效,而市场一体化和数字治理

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鸿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绿色转型绩效,技术

水平更高的城市能够享受更为明显的数字红利,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带来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地区绿色转型。 资源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数实融合对地

区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资源型城市存在路径依赖,产业转型困难,而非资源型城市更加

注重数字技术发展的环境红利。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促
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重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特征,拓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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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绿色转型。 应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在生产过

程中的深度应用,打造智能工厂和数字孪生工厂,促进新兴绿色产业发展壮大,在重塑传统产业链

的同时推动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向低碳化、智能化方向转型,构建从基础设施、技术开发到应用推广

的完整数字经济产业链条,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构建垂直化的数字服务生态,促进金融科技、智慧

教育和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在物流、金融、文化旅游等服务领域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提升服务效率。
明确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路径,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初期,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
实数字底座,鼓励支持引导企业投资数字技术实现绿色化转型;在发展中后期,完善数据要素市场

建设,打通数据要素流通链条,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和区域协同创新机制,形成示范性绿色产

业链。
二是,重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影响绿色转型的传导机制,完善数字平台和数据要素

市场建设,加强数字治理。 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应加快推进数据资产化,明确数据产权,确立政

府、企业、个人“三元冶产权框架,出台数字资产相应管理办法,推动数据作为无形资产参与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同时应加快数据交易平台建设,鼓励数据要素在节能减排、绿色供应链管理、环境监测

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推动跨行业数据共享,实现不同行业、不同平台间的数据互联互通;加强数据交

易立法建设,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降低数据泄露和滥用风险。 加强数字平台建设,推动物流、
金融、零售等平台协同发展,形成多领域协作的生态体系;通过数字平台构建区域绿色协同发展机

制,实现资源跨区域共享;鼓励企业利用数字平台进行技术研发,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赋能作用,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 同时,应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规范市场行为,数字技术助力环境监测、评估

和治理,提高环境监管能力。
三是,重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存在的异质性特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协

同发展。 首先应该正视数字鸿沟对城市绿色转型存在的影响,大力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传统网

络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构建更加灵活高效的基础设施体系;加强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

的数字化能力建设,推动数实融合在区域和行业的普及应用。 同时,各地区应加强合作,搭建跨区

域的合作平台,鼓励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企业在中西部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孵化器,推动数字技术

向欠发达地区扩散,实现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利用数字平台促进区域间绿色技术和资金对接,形
成“东部技术输出 +西部场景落地 + 中部制造承接冶的协同发展模式。 鼓励城市之间开展联合研

究和项目,以城市群为基础,加强核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的数字网络联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的融合,提升整体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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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WANG Hao1, JIANG Jinhe2,1

(1. Faculty of Applie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China
2.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has triggered a systematic
change from production factors to productivity and then to production relations,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44 prefecture鄄level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from
2011 to 2021,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the level of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and th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of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鄄real integration on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are studied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evels. The study found that digital鄄real
integ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and its
important way i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level of
market integra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have a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However,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e digital divide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 Cities with high technological levels can enjoy more obvious digital
dividends. Compared with the central region, the digital鄄real integration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can bring more significant promotion. Compared with resource鄄based cities, the
digital鄄real integration of non鄄resource鄄based cities has a more obvious promoting effect on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broaden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data markets, and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green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network SBM; resource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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